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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在两汉的传播呈现出“其兴也勃”的特点，但它是如何逐步被接受并使当时“文学大儒皆

读学”却未有过明确的辨析。其次，在传播媒介不发达、普通民众知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山海经》如

何做到在短时间内吸引上上下下的关注，这其中传播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因此，研究《山海经》在两汉

传播的历程和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以现代传播学理论为基础，勾画《山海经》在两汉时期传播

过程，结合汉代社会现状界定《山海经》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梳理这一传播历程的具体传播方式。

一、传播历程

《山海经》之名首次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在此之前，因其资料的残缺，我们只能依据

零星的材料来推断传播的影响和规模。汉初最早收集和推荐《山海经》的是萧何，《隋书·经籍志》史部

地理类序云：“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1]从“故知天

下要害”的功能来判断，萧何是把《山海经》当作类似于《尚书·禹贡》一类的地理书。萧何的图书整理

和保护为景、武之际的文人得读《山海经》创造了物质条件。

随后，《山海经》传播开始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这大概是因为《山海经》中的不死神药更加符合文人

对于生命永恒的抒发，因此汉初的文人对于《山海经》的传播基本围绕这个主题。如汉初贾谊的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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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誓》篇：“休息乎昆仑之墟。涉丹水而驰骋兮”，可以判断出在汉初人们已经把昆仑作为向往之地，

而昆仑神话最早就出现在《山海经》中。如果说从贾谊的赋作我们还只能是推断受到《山海经》的影

响，那么稍后的司马相如当是确凿无疑地引用《山海经》中的语句：“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覩

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1]这里写到了西王母最主要的外形特征：“戴

胜”，以及西王母的附属物——三足乌。这分明是来自于《山海经·海内北经》中的记载：“西王母梯几而

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除此之外，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还取用《山海经》中的名

物，如马騊、蛩蛩等物，并出《海外北经》。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山海经》的接受不只是有不死药的昆

仑山了，兴趣点也扩大到《山海经》中大量的奇禽怪兽，而征引这些怪兽亦体现了汉赋尚奇的特点。

到武帝时，东击高丽，南征百越，北伐匈奴，开通西域。国力强大，疆域广襄，汉朝人的眼光早已超

越原本六国的范围。与此同时，汉代初期的文人愈加迫切地想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地理知识，渴望对于

外部世界的总体把握，也因此，博学受到汉代文人的热烈追捧。《山海经》多记载方外之国、奇禽异兽，

恰好符合是时文人的实际需要，因此《山海经》很快受到广泛的关注，首先是其地理知识的运用，其次

是《山海经》中的名物。

首先，从地理知识来看。武帝时期随着对西域的开拓，汉代人是将《山海经》当作地理书来传播

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回来向武帝报告曰：“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

而未尝见。”[2]显然是将《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作为实有的人物进行过一番实地考察。这种观念一直延

续到东汉时期：和帝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

其风土，传其珍怪焉。”[3]想必甘英在出使过程中是以《山海经》作为行进的参照的，只是当时人认为已

经超出了《山海经》的范围。汉人的这种认识在《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山海经》

列于《汉志》数术略形法家之首。班固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数

度、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4]所谓“大举九州之势”，就是指根据地理形势来建造城市和房

屋，说明“形法家”具有地理的含义。

其次，从《山海经》名物的角度来看。武帝时期至少有两个大学者读过《山海经》并征引了其中名

物。一个是在当时以博学而著称的东方朔。刘歆《上山海经表》：“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

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郭璞《山海经序》进一步交待：“东方生晓毕方之名。”[5]毕方鸟见《西次三经》《海外南经》。此处所说识

异鸟之事，应东方朔为是。从刘歆角度看，他所说的内容写给皇上的奏折，不该言辞不准确，再说刘歆

距东方朔的时间较之王充要近百年，应当刘歆的更为准确。再从东方朔的角度看，东方朔本就以博学

著称，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在《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中所写“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在严

谨的《史记》中还曾经记载东方朔辨认“驺牙”等异物的经历[6]。

司马迁和东方朔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其真实性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从中看出东方朔渊博的学识

的确不虚。刘歆说东方朔曾经辨认出《山海经》记载的毕方鸟，也应当是给当时人留得深刻印象，这才

能使后世学者追记其事。退一步讲，不论是东方朔还是董仲舒都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到《山海经》有丰

富的远国异人、神物怪兽等名物，而运用这些知识就可以在当时产生轰动性效果，可想而知这种效果

[1]〔汉〕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96页。

[2][6]〔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4页，第3207页。

[3]〔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0页。

[4]〔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75页。

[5]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40-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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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海经》的传播将是“高屋建瓴”式的。另一个运用《山海经》进行名物辨认的是汉代大学者刘

向。刘向专事经学，著有《洪范》《说苑》等书，对《山海经》也独有所钟。据刘歆（秀）《上〈山海经〉表》称

其父向利用《山海经》解释上郡石室“反缚盗械人”，此事后世称为“刘子政辨盗械之尸”，因是其评说父

辈，加之汉代人以“孝”为先，故刘歆不会刻意造假。

《淮南子》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神话资料较多的著作之一，《淮南子》一书中的神话大量征引《山

海经》中的材料，有许多神话的大体轮廓都是依此而来。其中《地形》《本经》《齐俗》《汜论》《人间》《修

务》《时则》等篇所记内容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

《淮南子》成书于汉景帝中、后期和武帝即位之初。《汉书·淮南王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

篇》，新出，上爱祕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1]。“初”，指的是汉武帝建元

二年。《淮南子》写作时代距战国不远，汉代学术氛围尚有战国风气，因而此书运用了许多儒家正统以

外的材料，明刘绩《淮南鸿烈解题识》曾指出《淮南子》的征引状况：“《淮南》一书，乃全取《文子》而分析

其言，杂以《吕氏春秋》《庄》《列》《邓析》《山海经》《尔雅》诸书，及当时所如宾客之言，故其文驳乱，序事

自相舛错。”[2]可见刘安等编撰此书时一定对《山海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如前所述，司马迁在《山海经》的传播过程中也是位关键的人物。《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大

宛列传》，司马迁将《禹本纪》《山海经》和《尚书》中《禹贡》篇进行对比，指出《尚书·禹贡》篇是较为正确

的地理记载，而《禹本纪》和《山海经》因其中大量的“怪物”，大大削弱了两书在地理记载方面的准确

性，故“不敢言之也”[3]。对于这一点，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学者多称五

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4]在“好学深思，心知

其意”的理性主义学者司马迁眼里，《山海经》的意义和价值基于两点：一是地理学的，如若不然太史公

不会拿《山海经》和《禹贡》进行比较的，而《禹贡》是确认的早期的地理学著作。二是历史学的。因五

帝的年代久远，因此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不得不运用“百家言”，《山海经》自然属于太史公所认为的

“百家言”。《太史公自序》篇也体现了采用“百家言”的创作理念。司马迁说《史记》的著述宗旨是“厥协

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杂语”概指《山海经》《离骚赋》《贾谊文》一类载籍，包括大量的诗赋作

品、神话、小说、医经、天文、方技、术数等著作。

在司马迁之后对《山海经》作全面审视的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刘歆。刘歆是刘向少子，刘向去世

后，刘歆继承父业，总校群书，著有《七略》等书。刘氏在总校群书中，将所收集的《山海经》各种册本校

编为34篇，最后定为13篇，于建平元年四月进呈。刘歆校《山海经》时，作了一些文字增删，其《上山海

经表》指出《山海经》为禹、益等圣贤之作，内容的真实性不容怀疑。这里交待了几个问题：首先，书籍

产生的时间是“唐虞之际”；其次，作者是辅助大禹治水的益；再次，迎合当时对于博学的需要，宣扬该

书博学的功能，阅读《山海经》“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博物君子，其可不惑焉”[5]，更

是指出《山海经》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文学大儒皆读学”。刘歆这一说法略

有夸大其辞，但作为上书给皇帝的表，也不至于完全失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时《山海经》的传播

状况。

在刘歆稍后的东汉王充（27—约97）是一位不同流俗、颇具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但对《山海经》的

认识和刘歆并无二致。王充云：“禹、益并治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

[1]〔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5页。

[2]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04页。

[3][4]〔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9页，第46页。

[5]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540-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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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作《山海经》。然则《山海》之造，见博物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

经》，故能立二事之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1]刘歆

和王充皆为饱学之士，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看法一方面代表了太史公之后对于《山海经》内容性

质的权威认识，另外一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加速了《山海经》在社会的传播速度。

由于当时人对于博学知识的重视，以及对于“秘书”的崇拜，《山海经》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赵晔

《吴越春秋》、卫宏《汉旧仪》、高诱《淮南子》注、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义》等都提到或同时又引

证过《山海经》。比如《风俗通义》：《山海经》曰“‘祠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祝曰：‘以斯翰音

赤羽，去鲁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痒悟，杀雄鸡以傅其心上。病贼风者作鸡散治之，东门鸡头可以治

蛊”[2]。汉代末期的文人对于《山海经》的接受更多是地理学的。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明帝赐水利专

家王景《山海经》以用于治水。永平十二年（公元 69年），王景受命治河，朝廷“赐景《山海经》、《河渠

书》、《禹贡图》”。《河渠书》《禹贡图》是公认的古代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朝廷将《山海经》与之并列，显然

当时是把《山海经》当作导山治水的地理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认同《山海经》为地理著作的还包括赵晔的《吴越春秋》。赵氏也主张《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并将

禹、益作书的神话故事具体化。赵氏杜撰禹、益作书故事虽系荒诞，却曲折地肯定了《山海经》在治水

中的实用价值。此外，赵晔又把《山海经》一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山川脉里，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

及八方之民俗，殊图异域土地里数”，也是认识到《山海经》的地理科学内涵：

（禹）遂循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

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曰《山海经》。[3]

《山海经》中记载的方外之国甚至出现在正史中，《后汉书·东夷列传》：“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

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这两个国都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山海经》曰：“君子国衣冠带剑，食兽，使二

文虎在旁。”《山海经》又曰：“不死人在交胫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除此之外《东夷列传》中还提到女

子国、裸身国和黑齿国。

上述所提到的系列人物都是在《山海经》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社会精英。精英在社会生活

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社会大众，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上层，从而对整个社

会观念、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传播学中称这类人为意见领袖：“那些能提出指导性见解，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人，叫意见领袖，又称舆论领袖，是结成社会精英的群体。就一般而言，意见领袖具有崇高的社

会威望，能够生产意见……意见领袖，具有高尚的政治品格和引人敬慕的气质，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

万从的感应。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的创见，产生引导思想的力量。”[4]他们对于《山海经》的传播所起

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传播方式

在两汉政权一统、经济相对繁荣这一背景之下，《山海经》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同时

两汉时期厚葬盛行，石刻技术日益精进，与前代传世经典相比，增加了新的传播方式。“从传播学的角

度看，人类的文化活动向来是与传播技术不可分离的。”[5]《山海经》传播方式可以从文本传播、图像传

[1]刘盼遂：《论衡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75-276页。

[2]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页。

[3]〔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4]刘建明：《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5]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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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和口头传播三种方式来分析。

1. 文本传播 我国直到东汉造纸术才发明，用纸抄写传播始见于西汉，如《汉书·外戚列传下》载：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颜师古注：“孟康曰：‘……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应劭曰：

赫蹏，薄小纸也。”[1]《后汉书·贾逮传》载肃宗赏贾逮：“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

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2]竹简和纸并为赏赐物品，这说明纸已

经作为抄写传播介质，但还是“稀有物”，并未完全取代竹简、木牍、绢帛等书写载体。

因此，在两汉时期《山海经》的文本形态主要是以简牍的形式。但即使是竹简或者木牍也不是普

通百姓可以承担的。皮锡瑞《经学历史》：“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

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载

也。”[3]“难得”是指两个方面，一是价格比较昂贵，超出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就连在京师受业太学的王

充也是“家贫无书”。二是书体过于庞大，实在不便于携带、传播。《史记·滑稽列传》：“朔初入长安，至

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

之二月乃尽。”[4]以轻便的纸作为书写介质，要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2. 图像传播 ①《山海图》的传播。《山海经》本是有图的，《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究河源，河源

出于真，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里的“古图书”当是说《山海

经》。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的诗句，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叙》中也曾就

此指出：“郭注此经，而云‘图亦作牛形’，又云‘在畏兽画中’；陶征士读此经诗，亦云‘流观山海图’；是

晋代尚有图也。”[5]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举的97种所谓“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就有《山海经

图》和《大荒经图》。据马昌仪考证，现行的《山海经图》是“明清时代绘画与流传的图本”，而且在创作

过程中应该是参照了画像石的内容：“明清古本《山海经图》与古图之间，又有着古老的渊源关系。古

图虽然失传了，如果我们把明清《山海经图》与目前已发现的与古图同时代的远古岩画、战国帛画、汉

画像石,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的图像、图饰和纹样作些比较，便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发

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十分古老的。”[6]②汉画记载的《山海经》内容。“汉画是中国两汉时期的艺术，

其所包括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画绘（壁画、帛画、漆画、各种器绘等）、雕像（画像砖、画像石、画像镜、

瓦当等浮雕及其拓片）。”[7]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产生和流行，是和汉代社会流行的厚葬习俗分不开

的。墓室中的画像石和画像砖就是刻在墓壁上的带有墓主人生前的宗教、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

图画，其中也保存了许多《山海经》资料，对《山海经》在民间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纵观汉代画

像石画像砖中保存的《山海经》资料，主要是神兽，其次是异国奇人，最后是神话人物。汉画中运用《山

海经》的这些资料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体现了对于生命不死的渴求，如西王母的图案。二是运用神兽

或远方移民的图案，要么运用狰狞面目达到镇墓的目的，如九尾狐、开明兽、陆吾等；要么是表达祥瑞

灵异的氛围，如贯胸国、氐人国等。《山海经》中很多素材被直接运用于画像石的图案，因此考古工作者

常从《山海经》中去寻找画像石图案的答案：“我们揣测《山海经》原图，有一部分亦为大幅图画或雕刻，

[1]〔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91页。

[2]〔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9页。

[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页。

[4]〔西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5页。

[5]〔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页

[6]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北京〕《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7]顾森：《中国汉画图典》，〔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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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于今日所见画像石，……由于《山海经》具备这些特点，我们今日以之与沂南石刻相比证，是很适

宜的。”[1]

3. 口头传播 “最古老的传播技术是修辞学，是通过话语来征服受众心理的。”[2]口头传播是最本

质、最原始的传播形态，它早于文字传播，并和文字传播并行发展，有着文字传播不可替代的意义。《山

海经》本就是非“一时一地”的被集体创作，存在着集体口头传播的过程，到了战国以降虽然有文本的

保存与流传，但因经济、技术等因素的掣肘，文本数量有限，在传播过程中应该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

式，此时的口头传播应该也是比较通行的方式。口头传播的缺点是传播内容的不稳定性，易于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但还是可以在乐府民歌中找到蛛丝马迹，大略可以管中窥豹。汉乐府诗歌《陇西行》：

“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这里的“王父母”就是指西王母和东王公。可

见西王母在当时是口头传唱的主题之一。除了西王母之外，昆仑也是口头传播的重要内容：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道路难。遥望五岳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

纷。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小复前行。

玉堂未心怀流还。……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

可得神仙。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3]

这是汉代末期《董逃行》中的传唱内容，讽刺了妄求长生不老的行为。歌谣中描写的“高山”完全

是世俗版的《山海经》中的昆仑世界。具有昆仑的一切元素：难以攀登的高山、怪兽和祥瑞动物的看

护、不死神药。更是适应时代而更换了昆仑山主人西王母的附属物：玉兔和捣不死的蛤蟆，这种图案

的组合也反映在当时的画像石中。

要之，《山海经》在进入两汉学者的视野后，立刻引起了两汉知识界的关注，在朝堂之上和民间中

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利用。其中缘由，我们认为有三：一是汉代是前所未有的一统格局，汉人

也因此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和征服感，伴随这种征服感的是对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的渴望：“《山海

经》写了那么多的海外奇闻，充分表明了先民对于海外世界的关注。”[4]《山海经》中对未知世界的庞杂

而又模糊的介绍恰好满足了汉代社会这一社会思潮；二是两汉时期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尚未发达，民众

在艰难的生活中将本是半人半兽的西王母逐渐演化为全面膜拜的对象，并进而成为掌握生死的最高

主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世人在乱世中的精神寄托。随着佛教东传和本土道教的兴起，西王母

崇拜便随之衰落；三是汉代厚葬盛行，汉代画像石图像的内容异常丰富，尤其是鬼神信仰情节，《山海

图》中狰狞的异兽、西王母世界等无疑为底层工匠提供了极好的临摹对象。两汉一统的格局、谶纬思

想下的西王母崇拜和厚葬风气的盛行共同促成了《山海经》在两汉的快速传播，而且逐渐由知识阶层

辐射到全社会。

三、“暂显于汉”的尴尬及其原因

郭璞曾将两汉至魏晋《山海经》传播的历程总结为：“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

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丧。悲夫!余
有惧焉，故为之创传……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5]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

[1]《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山东〕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第43页。

[2]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5页。

[4]欧阳健：《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5]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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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暂显于汉”，即认为《山海经》的传播只在汉代较为显著；第二，《山海经》不传之原因在于书中地理

记载多有讹误与世传不同，加之没有师徒间传授，所以自晋代行将湮灭。可见，两汉以来热热闹闹的

《山海经》传播与接受到郭璞时期基本偃旗息鼓，而“暂显于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汉画艺术的流行，《山海经》在功能上被看作是汉画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指南，以及素材

重要来源。但进入魏晋时期之后，汉画艺术赖以生存的厚葬制度走向了末路——取而代之的是薄

葬。这一时期薄葬习俗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东汉末年以来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物资匮乏，于是

人们将目光投向藏有大量珠玉金银的墓葬，因而盗墓现象十分严重，这无疑给厚葬以沉重的打击。例

如曹操就曾亲自参与过盗墓，这一行为本身让他不得不思考死后如何让灵魂安宁。曹操是被迫转向

追求薄葬，为了彻底打消盗墓分子对墓中钱财的觊觎之心。曹丕上承父制，在黄初三年颁布《终制》，

是有关薄葬思想的法律性文件。之所以施行“薄葬”，正是因为“丧乱以来，汉氏陵墓无不发掘”，“祸由

乎厚葬封树”[1]。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汉画创作工具书的《山海经》随着厚葬终结自然就无所可用

了，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也是其必然的归宿。

其次，汉末至曹魏时期的社会思想呈现出断崖式的巨变。汉末实际统治者曹操以领袖的身份提

倡“唯才是举”，摒弃东汉以来掺杂谶纬、阴阳之学的儒家思想。史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

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2]。这对魏晋社会思想的变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东汉中后期，

连年政治动荡，皇位更替频繁，豪强势力可以利用谶纬之术帮助推翻一个政权又建立一个政权。因

此，为防止他人再编造、利用图谶，魏晋统治者大都下令禁止谶纬之学，比如曹操就“科禁内学”，所谓

内学，“谓图截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3]。《山海经》与谶纬思想有很大的关联，书中存有大量的物

占思维，所谓物占，是以某种怪异动物的出现预示着人间的灾祸。物占思想本是上古神话思维的显著

特点，这一思想发展到汉代就演变为谶纬思想的核心——征验观念，即依据星象或自然界的变化，来

预示人间的吉凶祸福。可以说两汉《山海经》的传播与信奉天人感应的谶纬之学是互为依附关系：谶

纬之学多有模仿《山海经》的著作，如《河图括地象》《括地图》等纬书基本是以《海经》为蓝本扩充而成；

反之，《山海经》也因谶纬之学的流行而被更多人所熟知。对于谶纬之学雪上加霜的是，外来的佛教传

播日益兴盛，人们对于经文的研习更加精湛，东汉中后期以皇帝、要臣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此又极力

推崇，佛教思想完全进入主流社会而成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精神支柱。而谶纬越发让人觉得

荒诞不经。当谶纬之学失去它的市场之时，随之传播的《山海经》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境况的影响。

综上所言，《山海经》在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上层王公贵族到民间普通百姓，从中央到遥远的

边疆地区，在两汉形成了热闹纷繁的局面。它的接受传播活动通过两种途径、三种方式，自武帝始至

西汉末达极盛，东汉以后在民间思潮的影响下，再次掀起了传播的高潮。这种状况仅持续于有汉一

朝。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山海经》的传播很快陷入尴尬的境地。幸得郭璞在西汉刘秀校录基础

上，对《山海经》做了系统的考释、研究，使《山海经》从此有了定本，后世注家也多以郭注为底本。

〔责任编辑：平 啸〕

[1]〔西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2页。

[2]〔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8页。

[3]〔南朝〕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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